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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13120841][bookmark: _Hlk113121095]摘要：制造业企业数字服务化（DS）能够提升运营效率、增强客户附着力、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但遭遇投资无法获得预期回报的“悖论”。价值创造机理研究能为解决悖论提供理论依据，但已有价值创造理论基础研究缺乏对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来源的关注；已有多层面协同因素研究，缺乏对不同商业模式下用户关系治理、组织文化、微观基础层面的讨论。在界定DS及其价值创造机理内涵的基础上，解析悖论的成因，引入组织间关系理论——关系观，区分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构建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提出组织层面、微观层面调节机理、对非财务绩效影响、区分行业特性研究等未来议题。为解决DS悖论的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对于超越单企业情境探索DS价值创造规律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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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servitizat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enhance customer adhesion, and create new income sources, but encounter the "paradox" that investment can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turn. The research on DS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paradox. But the existing DS value creation theory base research lacks attention to multi-actor relationship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urce. In existing multi-level collaborative factor research, there is a lack of discussion on user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under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micro base level.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DS and DS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aradox, introduces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 the relational view, distinguishes between transaction front-end DS and production back-end DS, and constructs DS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 theoretical model.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and the micro level, the impact on non-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the research on segmented industries in future agenda. It has mad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n solving the DS paradox and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value for exploring DS value creation law beyond the single enterpri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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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_Hlk98417357][bookmark: _Hlk100590285][bookmark: _Hlk101512830]随着产品竞争激烈以及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30多年间制造业企业越来越追求服务化，即以客户为中心提供产品、服务等市场组合包。同时，随着数字革命的爆发，制造业企业越来越追求数字化，即采用或增加使用数字或计算机技术。由于两者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学者将两者的融合称为“数字服务化（digital servitization，简称DS）”[1]。制造业企业DS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通常能够创造比纯产品和附加服务更大的价值：（1）提升运营效率。远程服务取代现场人员服务，为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有效性和效率[2]。（2）增加用户附着力。为用户提供远程监控、自动化备件、定制解决方案等数字服务，增强用户参与，提升用户信任和安全感，使企业与用户保持更长期和密切的关系[3]。（3）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使能新型商业模式，实现多种产品服务价值主张，增强灵活性，为企业增加收入[4]。例如，海尔、美的智能家电企业，通过提供远程监控服务连接用户，建立APP服务平台，提高用户粘性。华兴、华纺纺织企业，将中小企业同行引入其后端制造平台，为同行提供数字转型服务包、采购服务，增加了收入流。新冠疫情初期防护衣物缺乏，平台上企业互通采购信息、协作生产，迅速转型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生产商。但是，数字化与服务化的融合也给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许多企业遭遇投资无法获得预期回报的“悖论”[5-6]，例如通用电气在DS转型后陷入财务困难，出现重大亏损。DS可能需要发展到高水平阶段才能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7]，大多数企业都落后于他们的DS愿望[8]。
[bookmark: _Hlk113459007][bookmark: _Hlk113133421]制造业企业DS价值创造机理研究梳理DS竞争优势来源和协同因素，明确价值创造的路径、调节机理等运行规则和原理，为解决悖论提供理论依据。但已有研究主要从资源基础观、商业模式理论、平台理论视角讨论其价值创造来源，缺乏对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来源和协同因素的关注，也未重视组织文化、微观基础层面的协同因素。本文在界定DS及其价值创造机理内涵的基础上，解析悖论的成因，引入组织间关系理论的重要研究视角——关系观理论，区分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提炼知识共享的核心作用，构建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并提出组织层面、微观基础层面调节机理研究、对非财务绩效影响研究、区分行业特性研究等未来议题。
2 制造业企业DS及其价值创造机理的内涵
[bookmark: _Hlk97298231]服务化和数字技术起源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在管理领域，后者在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学者以不同视角定义DS，尚未达成共识。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是过程视角。将DS定义为从纯产品和附加服务到拥有连接、监控、优化和自主能力的智能解决方案/产品服务系统的转型（过程）[4,9]。企业利用数字工具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转型为以服务为中心的商业模式[10]。二是行为视角。制造业服务化是以客户为中心，提供包含产品、服务、支持、知识等的市场组合包[11]。数字化是指采用或增加使用数字或计算机技术[12]。DS是提供包含各种产品、服务、软件和分析的智能解决方案[13]。本文旨在研究DS行为与价值创造结果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行为视角下的界定。另外，在DS情境下，“客户”又叫“用户”，不仅包含传统的终端客户，还包含系统或平台上的其他用户，例如后端制造平台上的供应商用户和工业用户。本文在制造业服务化和数字化原始定义基础上，将DS定义为：制造业企业采用或增加使用数字技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智能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
[bookmark: _Hlk100230585]已有研究很少关注DS价值创造机理的内涵。DS为客户、解决方案提供商、环境和社会都带来益处[14]。为客户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灵活性和定制等，为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增加用户附着力和创造新收入来源等。还能提高资源效率、延长产品寿命、优化废品回收、减少能源消耗[15]，提供智能可穿戴设备改善人类健康等。由于对环境和社会的益处测算复杂，且不与本文研究目的直接相关，本文关注DS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或提升收益的机理，将DS价值创造机理概念化为：制造业企业通过为用户提供智能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而为自身赢得竞争优势或提升收益的路径、调节机理等运行规则和原理。
3 DS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商业模式理论和平台理论，提出DS价值创造的来源。
3.1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价值创造研究
由于DS在管理领域、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同时开展研究，大量学者将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数字技术作为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基于资源基础观讨论它们如何使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业务，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为企业提升收益、赢得竞争优势（如表1所示）。
表1  DS基于先进技术的价值创造
	先进技术
	创造的价值
	代表性文献

	（工业）物联网（IIoT）
	连接性允许企业访问、监控和分析产品使用情况，评估运营风险和潜在干预措施，提高产品可用性、正常运行时间、使用率和性能；
	Suppatvech等[2] 

	
	提高制造商在特定于客户的环境中对活动的可见性，从而更好地理解用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Ardolino等[3]

	
	用于开发基于绩效或结果的高级服务，例如客户支持协议、风险和报酬共享合同、使用收入合同，使客户按月付费或每次使用付费，增强吸引力、减轻风险。
	Gebauer等[6]

	大数据
	通过数据重用和数据转售，为企业创造新收入流和新附加值；
	Opresnik和Taisch[16]

	
	从互联产品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数据可以提高产品操作、使用和维护的有效性和效率。
	Porter和Heppelmann[13]

	大数据
和分析
	允许知识的提取，以充分发挥高级服务的潜力；
	Langley[15]

	
	通过数据分析和解释，基于预测、自适应控制和产品/系统优化的服务可以被现场部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并加快设备恢复。
	Ardolino等[3]

	云计算
	促进标准化、模块化和可扩展性，使企业能够提供通过大规模定制方式重组中级或高级产品组件而形成的解决方案。
	Wen和Zhou[17]

	人工智能（AI）
	人与人交互的有效方式，或将各种流程自动化的有效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服务交付预期、绩效指标和消费者行为；
	Payne等[18]

	
	人机互动有助于维持强烈的情感纽带，带来享乐价值，重组传统的消费者-员工互动；客户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和数据安全感知价值可能更高，增强了服务体验。
	Davenport等[19]


[bookmark: _Hlk100963645]（工业）物联网（IIoT）是文献中最常提及的数字技术，被视为开发智能服务的先决条件。通过使独立和孤立的“事物”交互和合作，开发远程监控、优化、预防性维护等服务，开发基于绩效或结果的高级服务，创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灵活性、减轻风险等价值。大数据被认为是服务化的精髓，大数据和分析技术被视为物联网和工业4.0高级应用的关键促成因素，推动制造企业转型成为基于绩效或结果的高级服务提供商[3]。云计算，使用远程服务器网络来存储、管理和处理数据，使能基于云的商业模式[17]，推动高级服务的开发。人工智能，增强服务前线客户互动体验，创造情感价值、享乐价值和安全感知价值。此外，还有研究提出分布式创新、组合创新与混合价值交付的数字服务能力起着关键传导作用，创造互补、效率与新颖价值[20]。
3.2 基于商业模式理论的价值创造研究
传统企业的价值创造由生产、销售等主要活动和基本建设、人力资源管理、采购等辅助活动构成，企业通过主要活动盈利，DS使能新型商业模式，使得企业的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都可以盈利。学者基于商业模式理论对DS的价值创造进行了较多讨论。以交易前端和生产后端数字化为二维框架，构建三种DS商业模式：（1）工业服务化，在生产后端，新兴技术提高了运营绩效，提高了透明度，以便更好地进行决策如资源分配，不仅改进自己的流程，还可以改进客户的流程；（2）商业服务化，在交易前端，使能新型顾客交互，在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共享深入信息，加深对客户偏好的理解；（3）价值服务化，创建数字驱动的产品，从根本上改变客户流程，并对供应商-客户关系产生更大的破坏性影响，例如在产品中添加在线监测或跟踪设备[21]。基于解决方案定制、解决方案定价、解决方案数字化三个维度，提出DS五种商业模式：面向产品的服务提供商、工业者、定制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平台提供商和结果提供商[10]。将商业模式要素分为：价值主张、价值交付系统、价值获取机制，对我国空调制造商格力进行纵向案例分析，得出提供智能解决方案需要商业模式与数字技术之间不连续和持续的相互作用，通过多种获取机制（即效率、责任、共享客户价值和新颖性）获得价值[4]。
3.3 基于平台理论的价值创造研究
[bookmark: _Hlk98149582][bookmark: _Hlk107493196]平台能够利用网络效应聚集多主体，通过高效匹配两方或多方的需求和资源，使能企业与多主体价值共创。平台具有杠杆作用，是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直接驱动力。已有研究构建DS平台，讨论平台杠杆作用创造的价值。将生产后端的DS分为模拟、数字、智能三阶段，将交易前端的DS分为线下、线上、与客户保持联系三阶段，构建交易前端服务平台和生产后端服务平台。提出在交易前端分享运营数据、知识和经验，增强客户参与度和信任度；在生产后端向同行用户销售数字转型知识，增加企业收入来源[21]。总结服务型制造企业使能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撬动三个平台杠杆即连接行动者、共享资源、整合系统，促进企业间沟通协作，实现竞争优势22]。提出服务型制造企业平台采用三种杠杆——延伸物理产品的边界、促进信息流动驱动共同利益、创造潜在的新价值意识，追逐互联网环境下的战略机遇[23]。将制造企业服务平台分为供应商弱势和顾客弱势两种价值创造模式，平台通过连接、互动、重组杠杆，创造产品相关服务快速扩张、大量且快速的服务创新、促进产品销售和创新三方面的价值[24]。
3.4 研究述评
[bookmark: _Hlk113370932][bookmark: _Hlk113134009][bookmark: _Hlk101107179]已有DS价值创造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商业模式理论和平台理论，强调DS通过先进数字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和平台杠杆作用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或提升收益，但仍存在不足，而这些不足与DS悖论的产生密切相关。第一，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认为DS主要通过先进数字技术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可能会诱使企业盲目投资先进技术，例如西门子自2007年以来对工业软件的并购投资超过110亿欧元。花费高成本拥有先进技术，但价值创造能力不足，例如，过于关注产品的技术可能性，而不是深入了解客户需求，限制数字解决方案对客户的吸引力[6]，是造成DS悖论的重要原因。第二，基于商业模式理论的研究认为DS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为企业提升收益，但不同商业模式主要是通过先进数字技术创造价值，忽视其他价值创造来源。同时，DS商业模式与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数字服务与物理服务之间的冲突，数字收入模式与产品销售模式之间的冲突，新生态系统伙伴关系与传统供应链关系之间的冲突[25]。商业模式冲突造成企业内部士气低落、效率低下，也是DS悖论产生的原因。第三，基于平台理论的研究认为DS通过平台杠杆作用为企业抓住机遇、创造收益、实现竞争优势，但对于平台模式以外普遍的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来源关注不足。在当今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DS的价值创造常常需要制造企业与客户、供应商、软件开发商等外部多主体协作互助、价值共创，多主体关系的建立和治理是DS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理应被同等关注。
4 网络、组织和微观基础层面的协同因素
随着DS悖论的发现，学者们加强对DS实施挑战、转型转变等问题的剖析，挖掘其价值创造的协同因素。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关注网络层面、组织层面和微观基础层面的协同因素。
4.1 网络层面的因素
DS要求提供商从事务性交互转向关系性交互，对客户的核心流程承担更大的责任。提供商-客户关系的四个要素：补充的数字化能力、关系特定的数字资产、数字化使能的知识共享惯例和合作关系治理，使供应商和客户能够从DS中获利[26]。汇集提供商和客户的战略、技术和运营领域知识的关系团队对DS的合作和治理至关重要[27]。高DS水平下企业应多关注非经济因素关系治理的作用，而低DS水平下适合契约治理方式[28]。服务化面临建立直接制造商-客户关系困难、建立和控制外部合作伙伴关系困难的挑战，企业需要创建客户关系所有权、发展服务交付的所有权[29]。企业与客户、软件开发商等行为者耦合，基于数据相关机会和客户需求创建互惠价值主张；去物质化使得企业数据量增加，企业要与利益相关者共享数据，管理丰富数据的能力被视为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30]。多主体高效地开发、配置和交付先进服务的数字平台是企业间系统高度整合的例证[21]。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成功DS的企业与客户保持有距离的关系，与客户、供应商系统之间的集成度低[31]。
4.2 组织层面的因素
[bookmark: _Hlk101105463][bookmark: _Hlk101275119]DS企业需要支撑性的组织结构，以支持敏捷决策[31]。关系和结构嵌入性、决策集中化和企业内部整合是DS的关键权变因素。嵌入性是指企业与内部和外部各方密切合作、制定全面的DS愿景、共享知识和信息支持各方之间的信任和持续互动。决策集中化是指地区单位缺乏必要的资源来满足DS的需求，设备和人员应该以更集中的方式工作。内部整合是指数字服务与集成产品的兼容性，产品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交易前端和生产后端之间更紧密的整合[32]。服务化面临批准服务设计变更困难、顾客对服务收费不满的挑战，企业需要调整服务设计的权限和决策、销售和营销的权限和决策[29]。支撑DS的战略性组织变革：从计划到发现，通过内部签署愿景白皮书、客户体验数字服务，使企业身份合法化，培养员工客户导向、创新创业的敏捷思维；从等级到伙伴关系，企业需要打破筒仓思维，内部的前端服务工程师、后端服务运营等多角色耦合，组织身份、协作在这一转变中起着关键作用[30]。成功DS的企业具有等级和结构化组织，针对偏差采取明确果断的组织行动[31]。
4.3 微观基础层面的因素
微观层面的机制由相互交织的认知和情感过程组成，它们对组织实践起到了熏陶作用。由于服务化和数字化都被描述为破坏性的，需要彻底的组织变革，可能会挑战管理者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并引发强烈的情绪[33]。管理层对DS障碍的（不）响应是解释不同组织结果的关键因素，不作为导致一些企业陷入错位状态，成功DS的企业具有明确的管理承诺，管理层带头开发和实施解决方案[31]。
4.4 研究述评
[bookmark: _Hlk113370948]首先，已有网络层面协同因素的研究关注提供商-客户关系，讨论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性交互、客户关系所有权、数据管理能力、外部整合等因素，对多主体整合程度存在争议。DS情境下，不同商业模式的客户不同，分为终端用户、供应商用户和工业用户等，但已有研究很少区分商业模式，细化用户关系治理机制。其次，已有组织层面的协同因素研究主要讨论嵌入性、集中化、内部整合、权限调整等组织结构因素和组织身份因素，对内部整合程度仍存在争议。再次，对微观基础层面的观点比较少，只讨论了管理层响应、管理承诺两方面协同因素。DS面临新旧商业模式冲突，需要组织文化的引导和个人认知情感层面的配合，已有研究缺乏对组织文化和微观层面协同因素的讨论。
5 基于关系观的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
[bookmark: _Hlk113372792][bookmark: _Hlk113357397]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DS悖论的原因包括：数字技术投资巨大、新旧商业模式之间存在冲突、不同商业模式下用户关系治理机制不清楚、组织文化、微观基础层面协同因素缺乏等，而挖掘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来源和协同因素是解决悖论的关键。关系观是组织间关系理论的重要研究视角，将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单元定位于二元关系和网络，强调企业通过关系性交换，与联盟伙伴共同获得单个企业无法获得的超额利润——关系租金[34]。关系观不仅创建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的来源，还关注信任、契约等多主体关系治理机制。因此，本文将基于关系观视角构建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区分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关系观视角下制造业企业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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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系观视角下制造企业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
[bookmark: _Hlk96373793]5.1 关系观视角下DS的竞争优势来源
关系观认为组织间关系的竞争优势有四个潜在来源：关系专用性资产、知识共享惯例、互补的资源和能力以及有效的治理[34]。对于制造业企业DS，知识共享是其价值创造的关键，原因包括：（1）对于制造商和用户，DS提供的智能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本身就包含用于多主体连接、互动的关系专用性资产（如APP）；（2）DS的价值创造对实物资产的依赖度不高，主要通过知识共享产生互补资源和能力，例如新产品的创意、产品运行数据；（3）有效的治理是组织间关系管理机制，主要作为协同因素，通常不作为价值创造来源。知识共享与平台的杠杆作用——共享资源[22]也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构建基于知识共享的DS价值创造路径。知识共享通常被分为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包括事实、公理命题和符号，例如产品知识和运行数据；隐性知识是默契、复杂、难以编纂和模仿的，例如人们的主意、想法、经验。由于DS情境下，多主体知识共享的核心是数字资源，也包括关系密切时产生的隐性知识，因此，将DS的知识共享分为数字资源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
关系治理是降低交易成本、形成组织间关系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Dyer和Singh认为非正式关系治理机制“信任”对关系租金有正向影响[34]，Dyer等又提出非正式保障措施可能对价值创造产生负面影响[35]。有效的联盟同时使用多种治理机制，需要同时考虑“信任”和“契约”对DS价值创造的协同作用。特定于合作伙伴的吸收能力越强，通过知识共享产生关系租金的潜力就越大；联盟伙伴的激励措施越是一致，越是鼓励透明度和互惠性，越是不鼓励搭便车，通过知识共享产生关系租金的潜力就越大[26,34]。也要考虑吸收能力、激励制度、透明度、互惠性对通过知识共享价值创造的影响。知识吸收通常发生在知识共享之后，所以吸收能力主要影响知识共享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联盟伙伴间激励制度、透明度、互惠性影响多主体知识共享的积极性，主要影响DS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此外，模仿合作伙伴资源的市场竞争越激烈、以不连续变化为特征的环境动荡性越强，联盟的关系租金降低得越快[34]。因此，将市场竞争强度、环境动荡性作为价值创造路径的外部情境因素。
[bookmark: _Hlk108008811]5.2 区分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机理研究
DS使能企业的主要活动和辅助活动都创造收益，商业模式主要分为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交易前端DS与终端用户合作，共享产品使用知识、创意等，促进产品和服务销售以及新产品开发，例如海尔、美的等智能家电企业。生产后端DS主要与供应商、同行工业用户合作，共享采购信息、数字转型知识，为同行伙伴提供采购、数字解决方案等服务，扩大收入来源，例如华兴、华纺等纺织企业。可见，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在用户类型、价值创造来源和协同因素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将DS细化为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分别讨论其价值创造路径及不同用户的信任/契约协同因素。另外，Kohtamäki等认为DS是数字化和服务化之间的相互作用[7]，吴晓波等以数字化与服务化的相互作用来测量DS[28]，本文也采用该测量方式。
6 未来研究议题
根据已有研究不足和DS悖论的原因，在关系观视角下制造业企业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五方面的未来研究议题。
6.1 区分商业模式的多主体关系价值创造路径和协同因素研究
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来源和协同因素是解决DS悖论的关键，本文基于关系观视角提出知识共享的核心作用。数字资源的来源比传统资源更加丰富，包括内部生产过程、外部披露信息、客户交互过程、数字产品使用过程[36]。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中，不同来源数字资源共享的前因和绩效结果，构建DS通过数字资源共享价值创造的路径。隐性知识更有可能产生可持续的优势，DS增加用户附着力，将产生更多隐性知识，未来也有必要构建不同商业模式下DS通过隐性知识共享价值创造的路径。
DS多主体关系价值创造需要信任、契约的关系治理协同因素，吸收能力、激励制度、透明度、互惠性、市场竞争强度、环境动荡性等协同因素。未来有必要对比分析和检验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的协同因素调节机制。例如，生产后端DS中，同行是制造商的工业用户，与制造商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而交易前端DS中，终端用户与制造商主要是合作关系，需要细化讨论不同商业模式下的信任和契约调节机制。
[bookmark: _Hlk108008854]6.2 组织层面的调节机理研究
成功实施DS需要组织保障，未来要加强组织层面协同因素调节机理的研究。已有组织层面研究讨论了嵌入性、集中化、组织身份等协同因素，对内部整合程度存在争议。数字化组织具有扁平化、边界模糊、动态化的特点[36]，未来需进一步分析和检验集权/分权、嵌入性、敏捷性等因素对DS价值创造的影响。
解决DS悖论需要化解新旧商业模式冲突，但已有研究缺乏对组织文化作用的讨论。传统制造企业通常遵循产品导向文化，关注物理产品的生产效率、产品品质等。DS要求企业以用户为中心，遵循服务导向文化，关注数字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企业不可避免面临服务文化与产品文化的冲突、数字产品与物理产品的冲突。为了解决以上冲突，首先，企业要建立强大的服务导向文化，关注用户需求，支持制造业与服务导向之间的协同关系，管理这种模糊性并巩固面向DS的组织变革。其次，建立价值导向文化。数字服务被认为蚕食物理产品和物理服务的销售，导致内部紧张，要加强价值导向文化培训，明确随时代发展为用户创造价值才是企业生存的关键。未来组织层面要加强服务导向企业文化、价值导向企业文化对DS价值创造的调节机理研究。
[bookmark: _Hlk108008883]6.3 微观基础层面的调节机理研究
微观基础层面收纳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见解，以增加个体感知、情绪和个体间互动对DS实施的理解。化解新旧商业模式冲突，也需要微观基础层面的协同。已有研究对DS微观层面的观点比较少，主要考虑管理者的承诺和响应，对员工的感知和情绪关注不足。集体情绪可以显著影响管理层对变革需求、战略决策和变革结果的认知，而情绪传染是一个情感过程，导致集体情绪的出现[37]。DS转型面临多种冲突，需要重塑服务导向和价值导向文化，情绪传染对削减内部冲突、影响管理认知具有重要作用。DS对员工敏捷性有高度要求，员工的创业心态才能满足敏捷性要求[30]，因为DS要求员工必须更快地开发、试验产品，在半年或一年内灵活、自主地改变方向、创造机会。另外，决策者动机，无论是成就需求、从属关系还是权力驱动，影响了组织追求服务化的机会[38]。未来有必要讨论情绪传染、创业心态、决策者动机等因素对DS价值创造的调节机理。
[bookmark: _Hlk108008902]6.4 对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已有DS绩效影响研究关注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例如三年期资产回报率（ROA）增长[7]，对客户信任度、满意度、忠诚度等非财务绩效关注不足。企业成功被视为一种二维现象，财务绩效反映企业的短期盈利性，非财务绩效（例如市场绩效）反映企业在市场上的外部成就，预示企业的长期盈利性。服务化-绩效的关系因绩效测量方式而不同，只关注财务绩效也将导致“悖论”的结论。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企业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DS能够增加用户附着力，即用户参与数字服务，与企业保持长期和密切的关系。而用户参与影响用户粘性，用户粘性影响口碑，口碑具有溢价能力、顾客获得成本和保留成本降低等价值[39]；用户参与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未来有必要加强DS对用户粘性、口碑、新产品开发等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bookmark: _Hlk108008936]6.5 区分行业特性、组织规模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针对机械和工业设备行业、汽车、计算机和IT行业[14]，主要面向B2B行业；大多数实证研究针对单一行业，跨行业比较缺乏。未来研究要加强多行业调查，尤其是B2C情境下交易前端DS与生产后端DS整合价值创造研究，将B2B与B2C行业进行对比分析，推动研究更加系统、全面。此外，已有研究主要调查的是大型跨国企业（例如Tronvoll等[30]）、行业领头企业（例如Yihua等[4]），对中小型企业关注较少。中小型制造企业资源有限，在对外合作中更加被动，例如被要求加入领头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受到更多的制约[21]，与大型企业动辄收购兼并的合作方式差异很大。因此，未来有必要区分组织规模，加强中小型企业DS的相关研究。
7 结论
DS理论上可以创造比纯产品和附加服务更大的价值，但实践中遭遇投资难以获得预期回报的“悖论”。本文通过价值创造理论基础和多层面协同因素的文献综述，解析悖论的原因，构建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提出组织层面、微观基础层面等五方面未来研究议题。首先，为解决DS悖论的研究做出了理论贡献。已有研究关注数字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和平台杠杆作用为企业赢得的竞争优势和收益，提供商-客户关系协同因素和组织结构、组织身份协同因素，缺乏对普遍多主体关系竞争优势来源的讨论，区分商业模式的用户关系治理机制还不清楚，组织文化、微观基础层面协同因素也缺乏关注。本研究引入关系观理论，挖掘DS情境下焦点企业以知识共享为多主体关系价值创造来源，细化交易前端DS和生产后端DS的用户关系治理协同因素，构建DS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模型，提出服务导向企业文化、情绪传染等组织微观层面协同因素研究议题，为进一步完善DS价值创造研究、解决DS悖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已有DS研究关注先进技术带来的益处、使能的新型商业模式、实施挑战等，主要基于单企业情境，本文基于组织间关系情境，区分商业模式，构建多主体价值共创的路径，细化多主体关系治理协同因素，对于超越单企业情境探索DS价值创造规律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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